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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战国策》中苏秦、张仪的说辞“大抵出于策士附益”[1](P166)，
为后人拟托追记，既非信史，亦非说服实录，诸祖耿以为“视
作小说传奇可矣”[2](P139)。故此文所谓苏秦、张仪诸人均指传
奇中的文学形象。其中苏、张二人游说六国的 12篇说辞在
结构上有程式化倾向，呈现出鲜明统一的说服者中心化和

被说服者符号化特征。
一、资源分析型路线形成说服者中心化结构
这批作品说服策略上遵循的是资源分析型路线，表现

出与巧辞谲谏有别的非故事化风格，均以层层析理见长，闪

射出浓郁的理性分析光芒。其强分析性特征正是《鬼谷子》
中“量权”思想的再现。《鬼谷子》将针对接受者外在资源和
条件的利害分析称为“量权”。《鬼谷子·揣篇第七》云：“称货
财有无之数，料人民多少，饶乏有余不足几何；辨地形之险

易，孰利孰害；谋虑孰长孰短；揆君臣之亲疏，孰贤孰不肖；

与宾客之智慧，孰少孰多；观天时之祸福，孰吉孰凶；诸侯之

交，孰用孰不用；百姓之心，去就变化，孰安孰危，孰好孰憎，

反侧孰辩。能知此者，是谓量权。”[3](P102)末句原作“权量”，俞
樾以为当作“量权”[3](P102)。“量权”具体的分析因子包括了货
财丰欠、人口多寡、天时地利、民心向背、君臣关系等方面，
涵盖了自然资源、社会资源、政治资源等领域。苏秦、张仪针
对六国的说辞正是在纵横家“量权”理论的框架上展开的。
参考社会心理学态度改变理论，苏秦、张仪说辞的理性
分析特征也与帕蒂（Richard Petty）所谓的中心路线暗自相
合。按照帕蒂（Richard Petty）提出的精细概率模型（the
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）[4](P93- 94)，说服中主要存在两种
路线：一种称之为中心路线（the central route of information
processing），指的是说服者通过深入系统的理性分析和缜
密的逻辑推理劝服对方；另一条叫作外围路线（the
peripheral processing route），指的是说服者通过提供线索、
提升自身吸引力、营造富有感染力的情境来说服对方。

苏秦、张仪说服中采用的是一种周遍式的分析和系统
证明的方法。这种几近穷尽式的分析几乎涵盖了被说服者
所有的质疑和提问，使得说辞部分大大延展、膨胀，从而扩
展为全篇的主体部分，形成说服者中心化的特征；加之作者

对说服能量的崇拜，还导致被接受者的符号化倾向：十二次

说服中不管合从还是连横，被说服者的反应都只是简单的

表示接受。显然被说服者被塑造为缺乏批判性思维和个性
特征的低认知需求者，他们仅以象征化的符号出现，整体上

形成说服者与接受者之间主 - 宾鲜明的不平衡结构。
这种结构原则在说服者说辞与被说服者应对之辞的数

量对比上有着突出的量化表征。现拈出这 12章说辞为样
本，依范祥雍《战国策笺证》句读将其转换为横排且不分段
格式，含标点在内，经统计计算发现，样本中说服者的说辞

占整个文本的均值为 88.7%，被说服者应答之辞仅占整个
文本的均值为 8.57%，叙述性语句占整个文本信息的均值
为 2.73%。也就是说，说辞几乎平均占到文章的 90%。如果
忽略文章不到 3%的叙述性语句，整个文章就会全部变成
说辞，说服者明显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。
二、说服者中心化框架中嵌套的“去予式”结构
纵横家坚信除草才能植苗，剜疮方能生肉，只有彻底肃

清干扰信源对对方的影响，才有可能成功说服对方。因此在
说服对方时，他们总要设计并完成“一破一立”两个模块的
论证周期。从而在整体上的主宾式结构下，又在说辞部分暗
自嵌套进“去予式”的亚结构：即说服者首先必须否定对方
业已接受的悖反方案，集中火力瓦解其合理性，彻底清除其

所造成的影响，从而形成“去除”模块；其次，说服者还要充
分证明自己所提方案的合理性，由此形成“授予”模块。在顺
序上“去除”和“授予”两个模块孰先孰后并无定规。
“去予式”亚结构与纵横家说服理论中的“阴”“阳”学说
暗相对应。《鬼谷子·捭阖第一》云：“故言长生、安乐、富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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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荣、显名、爱好、财利、得意、喜欲，为‘阳’，曰‘始’。故言死
亡、忧患、贫贱、苦辱、弃损、亡利、失意、有害、刑戮、诛罚，为
‘阴’，曰‘终’。”[3](P17)纵横家鼓吹的“阳始”法则，在说服中能
非常好地激励对方，促使对方形成较高的自我评价，尤其能

够强化决策方案的的预期收益，从而有效说服对方。所以
“阳始”法则常与说服目标的“授予”行为配合使用。至于
“阴终”之术，则与现代说服传播理论中的“恐惧诉求”极为
相近。詹尼斯（Janis）指出，一旦当恐惧情绪被激起时，信息
接受者就会产生规避痛苦和紧张情绪的努力，直到这种心

理压力解除[4](P84)。霍夫兰（Hovland）和凯利（Kelly）等人证明能
够引起恐惧等强烈情感体验的信息会有效提升说服的效果。
社会心理学还证明：当听众的态度与说服者的态度相反时，

说服者提供正反两方面的证据能够更有效地说服对方[5](P172)。
从纵横家摹拟性说辞来看，他们也经验式地捕捉到这一规

律，在说辞中经常“阴”“阳”兼施，正反并用。
（一）言从先以“阳”发端，言横先以“阴”启笔
苏秦游说六国合从，联弱抗强，必须充分激励各诸侯的

信心，所以说辞发端常先极尽夸饰诸侯国的资源储量，从而

形成言从以“阳始”为楔子的构架。张仪连横则多以“阴终”
启笔，极力贬低对方的资源条件，意在打击列国诸侯合从的

自信，培植其事秦连横的依附意识，从而形成言横以“阴终”
为先导的格局。这种搭配规则在苏秦、张仪分别对韩、魏的
说辞中表现得最为明显。
苏秦说韩王时以“阳始”发端，故曰“地方千里，带甲数

十万”；张仪以“阴终”起笔，故曰“地方不满九百里”、“见卒
不过二十万而已”；苏秦用表示夸大的约数；张仪则用能起
到贬低效果的“不满”、“不过”等词；苏秦的表述能起到激励
的效果，张仪的说辞却能打击自信，引起自卑感；苏秦的语

言是张扬的，张仪的语言是内敛的；苏秦的信息能产生正向

效果，张仪的信息却产生负向的效果。苏子、张仪说魏王时
也是如法炮制。苏子历述魏国四方畋域，盛言魏国山川险
胜，夸饰其民多士广，鼓动其合从抗秦；张仪却说“魏地方不
至千里，卒不过三十万人”，极言魏无险关胜隘可恃，逼迫魏
王破从连横。说服目标不同，分别选择“阴”“阳”法则时也各
有优先：合从是激励诸侯自强，故以“阳始”发端，连横是迫
使诸侯向强权臣服，故以“阴终”启笔。
（二）“授予”与“阳始”相配
“阳”的功能在于“言善以始其事”[3](P17)。尹桐阳曰：“盖
以始为阳。”许富宏按云：“‘善’言对方的优点或优势的一
面。”陶弘景曰：“凡此皆欲人之生，故曰‘阳’曰‘始’。”萧登
福指出“言善以始其事”意为“以有利的一面，来劝诱对方，
使他开始行动”[3](P18)。“阳始”法则又常与“飞箝”之术配合使
用。陶弘景曰：“飞，谓作声誉以飞扬之；箝，谓牵持缄束令不
得脱也。言取人之道，先作声誉以飞扬之，彼必露情竭志而
无隐，然后因其所好，牵持缄束，令不得转移也。”[3](P75)依照
这种原则，纵横家在说服对方接受一个方案时多用“阳始”
法则，从而形成“授予”与“阳始”相配的局部结构。
苏秦向六国诸侯贩售合从方案时，即依“阳始”法则采

取了夸饰资源、陈说利益的“飞箝”之术。苏秦北说燕文侯
曰：“燕东有朝鲜、辽东，北有林胡、楼烦，西有云中、九原，南
有呼沱、易水。”[1](P1644)范祥雍指出“燕略朝鲜及辽东当在秦

开破东胡时”，而“开破东胡约当昭、惠之世”，文侯时尚无其
地，故“此是夸词”[1](P1645)。苏秦授赵王合从方案时同样奉行了
“阳始”法则，不但夸饰赵国资源，还夸大了六国资源总量：
“诸侯之地，五倍于秦，料诸侯之卒，十倍于秦。”[1](P1018)为了进
一步打动对方，他还“言善以始其事”，盛言合从的好处：“大
王诚能听臣，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，齐必致海隅鱼盐之地，

楚必致橘柚云梦之地，韩、魏皆可使致封地汤沐之邑，贵戚
父兄皆可以受封侯。”[1](P1021)苏秦说魏王、齐王、楚王时同样也
采用了“飞箝”之术，形成“授予”、“阳始”相配的统一结构。
（三）“去除”与“阴终”相配
“阴”的功能在于“言恶以终其谋”[3](P17)。尹桐阳曰：“阴
为终者。”许富宏按云：“‘恶’言对方的缺点或劣势的一面。”
陶弘景曰：“凡此皆欲人之死，故曰‘终’曰‘阴’。”萧登福指
出“言恶以终其谋”意为“以不利的一面，来阻止对方，使他
终止行动”[3](P18)。苏秦、张仪在说服诸侯放弃已接受的方案
时，都对应选择了“阴终”法则，竭力攻击竞争对手及其所持
方案，放大对方方案的谬妄漏洞，其中尤以张仪攻击合从方

案最为肆意激烈。
苏秦主要通过揭穿言横者割地讨好强秦的私欲动机来

瓦解连横方案的合理性，警示诸侯们要绝疑去馋，屏除流

言。如苏秦说赵王时曰：“夫横人者，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与秦
成。……卒有秦患，而不与其忧。是故横人日夜务以秦权恐
猲诸侯，以求割地。”[1](P1018)同时他还指出，一旦社稷猝遭秦
祸，列国诸侯必先罹难，而言横者却仍可安享尊荣。苏秦还
斥言横者为邪僻的奸臣：“今乃劫于辟臣之说，而欲臣事秦。
……凡群臣之言事秦者，皆奸臣，非忠臣也。”[1](P1263)苏秦说
楚王时同样表达了这两点意思：“横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
秦，此所谓养仇而奉雠者也。夫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，以外
交强虎狼之秦，以侵天下，卒有秦患，不顾其祸。夫外挟强秦
之威以内劫其主，以求割地，大逆不忠，无过此者。”[1](P788)总
体上来看，苏秦在消除竞争对手的影响时，相当对称地搭配

使用了“去除”与“阴终”模块。
张仪说服诸侯破从连横时使用“阴终”法则更多。他攻
击合从方案不遗余力，而且将矛头直接对准倡导合从的领

袖人物苏秦，通过毁短苏秦来瓦解合从方案的合理性。张仪
说赵王时就举了苏秦破齐亡身的案例，吴师道评曰：“今仪
言如此，盖借事为说，破从亲也。”[2](P764)。张仪说韩王、魏王时
同样先“言恶以终其谋”，贬低对方资源短缺，攻击合从方
案，从而形成“去除”与“阴终”相合的结构。为了破坏诸侯联
盟，张仪还直击合从诸侯国“连鸡不能俱栖”[1](P165)的要害。张
仪尝云：“且夫从人多奋辞而寡可信。”鲍彪释“奋辞”为“大
言”；金正炜则以为“奋”无“大”义，引或本而疑“奋”为“夸”
之误[2](P1171)。张仪攻斥从人虚辞大言可谓正中说客多诈寡信
的通病。
相比来看，苏秦更注意说服策略的选择，较少采用恐惧

诉求，即使采用也多属轻度的恐惧诉求。而张仪则处处以强
秦为后盾，威逼恐吓，全部采用高度的恐吓诉求，相反对说

服策略倒不甚讲究。陈仁锡曰：“秦之虎噬天下，士依以恐喝
诸侯则易以为功。”[6](P4095)姚苎田亦谓张仪说六国“一味恫疑
虚喝”[6](P4093)。过量高强度恐惧诉求的运用使得张仪的许多
说辞已经失去了说服的本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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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说服者中心化结构中内置的决策分析机制
合从、连横方案是涉及诸侯国外交重大决策、对当时

“国际”局势有重大影响的复杂方案。说服者将其方案贩售
给对方时，均作出了现在所谓的优势需求分析、资源分析和
强化等变形分析。
（一）审定嗜欲：精准捕捉对方优势需求

马斯洛认为行为由优势需求所决定。所以挖掘、定位并
精准捕捉对方的优势需求便成为成功游说的第一步。而竞
争性说服中比对手更好地满足对方的优势需求则又成了制

胜关键。《鬼谷子·飞箝第五》云：“知其所好恶，乃就说其所
重。”[3](P83)许富宏按云：“就对方眼前最关心的事情说起，才
能鉤住对方。”[3](P84)《说苑·善说》引《鬼谷子》佚文亦云说服
需“中其心之所善”[7](P266)。此处“说其所重”、“中其所善”均相
当于社会心理学中的“优势需求”。
传奇作者拟测到安全需求是六国诸侯的主导需求。楚
王尝自道惶惶不可终日之状：“卧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心摇摇
然如县旌而无所终薄”。郭嵩焘曰：“观楚威王之言，亦略知
天下形势与秦人为患之隐忧。”[6](P4030)除秦国的威胁外六国
内部也存在相互杀伐的祸患。苏秦分析燕国的主要威胁即
源于赵国：“秦之攻燕也，战于千里之外；赵之攻燕也，战于
百里之内”[6](P3963)。所以连横抑或合从便成了决定六国命运
的首要大事。定位“安民之本，在于择交”[6](P3966)的安全需求
为六国国君的主导需求后，苏秦的分析、张仪的恐吓便均以
此为核心。
（二）罗类国富：夸饰诸侯国资源条件

纵横家提倡游说时必须全面掌握对方的资源状况。《鬼
谷子·飞箝第五》云：“必度权量能，见天时之盛衰，制地形之
广狭，岨崄之难易，人民货财之多少，诸侯之交孰亲孰疏，孰

爱孰憎。”高金体曰：“说士长伎，尽于此矣。”[3](P83)苏秦说辞
虽与今本《鬼谷子》说服思想多有违离，但量权资源的分析
模式源于《鬼谷子》还是清晰可辨。从现代传播理论来看，这
样可以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可信度缩水，从而极大

地提高说服的效果。所以传奇作者在为苏秦、张仪等说客设
计说辞时，基本都先根据游说目的对各诸侯国的国土资源、
军事力量、粮食储备、地缘政治、历史沿革和国际处境等逐
项胪列分析；或夸饰，或贬低；夸饰多用于激励对方合从，贬

低多用于破从连横；而且还设计了统一的信息结构：东有□
□，西有□□，南有□□，北有□□，地方□千里，带甲□十
万，车□千乘，骑□万匹，粟支□年。
就纵横家的资源分析看，他们当时已有朴素的军事地

理和地缘政治思想。
（三）校短量长：强化或弱化筹策利弊

纵横术“长短术”的或名已经标示出了说服的决策分析
性质。《鬼谷子》论述“飞箝之术”时也指明了这一点：“凡度
权量能，所以征远来近。立势而制事……决安危之计。”[3](P76)

陶弘景曰：“权之所以知其轻重，量之所以知其长短。”[3](P78)

在论述“忤合”之术时《鬼谷子》再次强调了谋划在说服中的
决策分析功能：“用之于天下，必量天下而与之；用之于国，
必量国而与之；用之于家，必量家而与之；用之于身，必量身

材能气势而与之。大小进退，其用一也。必先谋虑计定，而后
行之以飞箝之术。”[3](P94)

苏秦、张仪的说辞虽然也体现了这种理性分析精神。但
他们二人“以术相胜……其势必不两立”[6](P4093)，在说服六国
诸侯时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。因此二人的分析是一种为了
说服目标而虚饰造作的“变形分析”：对自己的方案竭力强
调、夸张其优点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；而于对手的方案则肆
意夸大其弱点，言其害而不言其利；同时各自对自己所主方

案的弱点则予以省略。无论强化还是弱化，均执其一端，褒
贬一出于己意。凌约言曰：“苏秦欲六国合从以摈秦，则言其
强；张仪欲六国连横以事秦，故言其弱。”[6](P4093)从现代说服
传播理论来分析，其原则正与朗克（Hugh Rank）的强化∕
弱化模型的主旨暗合。
朗克（Hugh Rank）发现说服者常用强化和弱化两种策

略来说服对方：强化指的是用重复、联想、变形等技巧强调、
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，弱化指的是用忽略自身缺点、转移
视线、混淆（如用专业术语和逻辑错误）等手段弱化对自己
不利的信息[4](P19- 24)。
按照强化 /弱化模型来剖析苏秦、张仪的说辞，会发现

在说服中主要采用了以下四种变形手段形成的策略组合：

1.强化自己方案的优点；2.强化对手方案的弱点；3.弱化自
己方案的弱点；4.弱化对手方案的优点。
这四种变形手段中苏秦对“强化自己方案的优点”这一
策略用得最多，占比重也最大；其次便是“强化对手方案的
弱点”。合从虽对六国有利，但实施起来如同“连鸡不能俱
栖”[1](P165)，对此苏秦则省略不提，而由对手张仪提出并予以
强化。张仪连横，首先需要破从，所以使用最多的是“强化合
从方案的弱点”，其次才是“强化连横方案的优点”；而对自
己方案的弱点和对手方案的优点也是只字不提。
从变形幅度上来看，因合从方案本身对六国“最为得其
要略”[6](P4030)，有此基础，故苏秦对方案优点的强化和变形幅
度相对较小，其说辞的可信度也较高；至于连横对六国来讲

无异于灭顶之灾，因此，张仪说服中的变形幅度最大，迷惑

性最强，其说辞的可信度也最低。虚构性文本中张仪“行事
甚于苏秦”[6](P4091)，而“世恶苏秦”者即因张仪大幅度的变形和
强化所致。司马迁也说张仪“成其衡道”是建立在毁谤苏秦、
“振暴其短”的基础上的。苏秦、张仪对诸侯资源和方案利弊
的虚饰变形，造成说服传播中的虚假信息。这种尚诈无信也
成为纵横家最为人诟病的地方。
虚拟性说辞的纯析理风格和说服者中心化的结构模式，

标示出这批作品对《鬼谷子》兼重隐喻叙事和沟通倾听等思
想的背离，也表明纵横家说辞已摆脱实用层面而完成了向艺

术化方向的嬗变，从而繁衍为铺张扬厉的文学创作流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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